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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及“和谐社会建设”，实际上也有助于推

动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改革的全面和深化。而个别经济学家则在民众开始了尽管不够全面

和难免多少偏激的反思之后，仍然固执地讳疾忌医。 

 

  正是由于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实际上持有的是激进私有化主张，所以他们对国企改革

不同形式的摸索、对国资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改革等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这种情况不是推动

而是阻滞了企业改革的深化和可能的突破。 

 

  中央提出的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出资人制度，已经触及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也

是其真正难点所在，正是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理论和实践突破的地方。但国企改革争论中的过

多感情色彩和极端对立的形式，反而妨碍了对国企、国资改革真正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探

索，使国企、国资改革问题的理论推进基本停滞下来。 

 

  本来，中国改革的成功和进步有目共睹。改革过程中的失误和偏差也谈不上经济学家有

多大责任，因为他们并不是官员，通常对政策的影响也有限。现在说人们把对改革的不满都

发泄到经济学家头上，这确实多少显得有点奇怪。因此，不对经济学家的角色进行解读，我

们对改革的反思就会不够完整和深入。经济学家是替罪羊吗？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几位被称为“主流”的经济学家自己找来的麻烦。因为面对民众

对改革偏差的若干不满和情绪发泄，这些经济学家断然否定改革本身有任何问题，只承认是

改革遇到了障碍，而这个障碍似乎包括了“情绪化”的“弱势群体”。反思改革被认为是出

现了反对改革的思潮，使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受到了很大压力，继而用这是改革开

放以来坚持和反对改革的第三次大论战的说法，试图一举盖棺定论。这种武断的推理当然引

起了人们的反感。因为改革的成功并不等于它没有失误、偏差和改进的余地。况且改革伟大

也不等于经济学家伟大。中国改革不是按照任何人包括经济学家预先设计好的蓝图进行的，

而是一个不断“试错”的摸石头过河的过程。“主流”经济学家跳出来护短，似乎有点不合

情理。而且仅此恐怕也不至于使他们总是成为大家的靶子。 

 

  于是有经济学家自己出来给了新的解读：“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不良现象，大家要找出气

的地方。但能骂谁呢？经济学家最合适。这个行业引人注目，骂起来又安全。”初听起来，

这个解释倒是很实惠，但恐怕无论如何不是理性思考。因为骂起来安全而且更引人注目的行

业有的是，不至于大家不约而同地挑上几位“主流”经济学家。 

 

  更深刻一些的思考是权力结构的约束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使人们拣软柿子捏。“特别是



意识形态的约束使得除了经济学家外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难以参与改革的讨论，贡献他们的

智慧，无形中把他们中的一些人推到了改革批评者的阵营。”这个解释靠近了一点。市场取

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研究比较显要，空间也更加宽松，因此，如果经济学家真的就自以

为高明，抢尽风头，不讲专业，什么话都敢讲，挤占别人的位置，难免遭人嫉恨。 

 

  不过，严肃地说，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约束确实是中国改革的制约条件。一般而言，权

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约束是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变革都必须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政治或宗

教的意识形态的约束不少国家也有，我们则有一个从传统的国有制计划经济走向改革的特殊

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社会也绝不是市场取向改革彻底了，不良现象就可消除的，

它还需要行政体制等多方面改革的配套。 

 

  就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客观地说，经济学家不应成为改革问题存在的替罪

羊，同样，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约束也不是经济学家过错的挡箭牌。经济学家本来就是要在

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去探索和设计适合当时条件和多数人认识水平的改革方案。经济学家的理

性不是脱离大众的自傲，而是理论的前瞻性。有一句名言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掌握群

众。可见理性与直觉可能有距离，但并不是对立的。理性往往引导直觉，但有时直觉也可能

反映了人们一时不能归纳的更高理性。如果精英和大众持续的不能相互理解，要检讨的显然

不是后者。 

 

  更进一步说，经济学家是因为走得太前而被人诟病吗?恐怕恰恰相反。这次好像是政治家

走到了前面。因为正是顺应发展阶段的变化，近年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

及“和谐社会建设”，实际上也有助于推动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后改革的全面和深化。而个

别经济学家则在民众开始了尽管不够全面和难免多少偏激的反思之后，仍然固执地讳疾忌

医。埋怨权力结构妨碍了他们理性思考的经济学家落到了政治家后面一大截还不自知，这难

免有点讽刺意味。 

 

  实际上，“主流”经济学家自己也很明白，作为经济研究来说，现在“政治约束越来越

小”，他们真正恼火的是“另一种压力，即公众舆论的压力”，认为“当前一些大众传媒对

学术的摧残，对科学思想的藐视，对学者人格的侮辱，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可饶恕的罪恶”。

如果听任这种现象蔓延，“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显然，精英和大众的对立比我们想象的

还要严重得多。为了搭建一个理解的平台，看来我们必须首先进入某些“主流”经济学家这

些年来长期垄断的改革理论和学术领域。 

 

      “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缺陷冰棍理论是否必然 

 

  公平地说，“主流”经济学家的许多观点包括对改革的理性思考，并不无道理。有些观

点也是有深度的。那么为什么总是使人感到是强词夺理或避重就轻的辩解，不能为公众理解

和接受？除了他们站位的差异(例如同一个股改，公众认为流通股股东是弱势，他们认为非流

通股的大股东是弱势，反对政策对流通股股东倾斜；公众认为对价只是对利益受害者的多少

保护，以免在全流通时进一步受损，他们认为是对流通股股东这个新既得利益者的承认和赎

买)，恐怕还源于这些经济学家(其实他们在经济学界也只是代表了一个偏向的少数人)关于改

革理论的若干核心思想与大众的利益和直觉产生了冲突。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仅讨论大家集

中关注的国企改革和市场化的问题。 

 

  一、国企改革。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实际问题，一个是理论问题。 

 

  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不算个别特殊领域，国企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冰棍

理论是否必然。 

 

  “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意识形态制约中国改革的典型例子”。他们

认为，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国有控股的股份制改造，也是马背上划道道，成不了斑马。个

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国有资产就是一个怎样分或卖个好价钱的问题。所谓国有企业改



革最多也就是把国有股权统统转成债权。他们埋怨，只是由于意识形态制约，他们才不便公

开拿出国企全盘私有化的方案。但这样能干不能说，反而造成了不规范。 

 

  应当承认，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国企弊病的分析和批判是入木三分的。但是，他们

的解决方案即全面私有化主张，看起来很激进，其实并不深刻。国家不持股权，如果主要卖

给外资，国家的经济安全肯定谈不上了，而且无论中国的老百姓还是社会各界精英，恐怕绝

大多数人都不赞同。如果像俄罗斯那样，分给老百姓，卖给私营企业，财产自然很快会在少

数人手里集中，石油、电力、电信、航空、铁路、银行、保险都被少数寡头及其家族控制，

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愿意吗？能够接受吗？中国社会还能安定得了吗？因此，在表面上完

全是意识形态制约的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利益和文化传统的原因。 

 

  应当指出，正是由于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实际上持有的是激进私有化主张，所以他们

对国企改革不同形式的摸索、对国资管理体系的建立和改革等，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兴趣，这

样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建树。理论界的这种情况客观上不是推动而是阻滞了中国企业改革

的深化和可能的突破。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合一的矛盾 

 

  第二个问题是更为本质的：现代企业理论是否证明了“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应的私

有制逻辑”？两权合一的MBO是否是企业改革的方向？如果是，那么中国多数人现在不愿接

受它就是时代的局限，或集体的落后和悲哀，如果不是，企业改革就还有探索和推进的空

间。 

 

  个别“主流”经济学家以不容置疑的权威身份告诉我们，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就是“剩

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即所有权或委托权)尽可能一致的私有制逻辑，”并给我们“严格”推导出

几个相关结论： 

 

  1、只有那些愿意当企业家而同时又拥有足够个人财产的人才能被信赖为合格的企业家。

因为富人搞砸了自己要承担后果，而穷人不必。所以“穷人比富人更有积极性谎报自己的经

营才能”，“如果通向企业家的途径不受个人财富的限制，大量一无所有的笨蛋就会冒充企

业家。这一论点为‘资本雇佣劳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个人财产制度极端重要，在于它是

判别有经营才能的人的一种机制。 

 

  2、“保证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尽可能对应的最理想状态是，企业家自己又是一个资本

家。这就是古典企业中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二为一的原因。”“也就是说，经营者最好是‘内

部股东’，非股东的经营者索取剩余充其量是一种次优选择。”即MBO老板同时又是经理或

两权合一的情况最优，资本所有者选择经营者是次优。总之，资本所有者应当拥有成为企业

家的优先权或选择经营者的权威。 

 

  3、国企股份制改造不可能成功的关键在于国有股权的持有人还是经理人员，本身不是企

业的剩余索取者。他们的投票权是“廉价的投票权”，不可能选出真正好的经营者。因此，

“设想通过现代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来达到‘政企分开’是不现实的”。 

 

  上述企业理论对中国企业改革和后来席卷各地的MBO改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我们必

须指出，由于存在几个重大的内在缺陷，上述理论恐怕并不能自圆其说。 

 

  首先，资本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现象。对此，几百年来有无数人作过

解读。只是有辩护、批判和作为历史或科学来研究的不同角度。马克思的解读是说，资本家

之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所有者，而不是相反。这个解释今天看起来，恐怕

也不错。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要提供对这一古老命题的新解释，也未尝不可，只是这个

个人财产具有识别经营能力功能的新发现并无依据。 

 

  因为上述理论的核心假定是：企业家才能是私人信息而不是社会信息，即这一才能只有

自己知道而外人不知道。但是，这一貌似合理的经济学假定在这里恰好不成立。因为一个人



在没有干甚或没有成功之前，是否具有企业家才能往往社会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企业

家才能是一个“learning by doing ”即干中学和通过实干才知道的过程。当一个人的经营才能

通过干的过程特别是干的结果显露出来之后，他才真正知道自己是否具有企业家才能，不过

与此同时社会也知道了。因此，拥有财富确实给了一个人开办企业、过一把企业家瘾的权

力，但丝毫也不能担保他有经营能力和会成功。个人财富的来源很多，它本身并不携带关于

它主人经营才能的任何信息。这是所有企业在招聘经理人员时，并不把应聘者的个人财富状

况和愿否抵押作为判别其能力的主要或重要标准的原因。可见，这种生造出来的论点当然不

可能为资本雇佣劳动提供任何新的理论根据。这样看来，我们的某些“主流”经济学家虽然

也经常给企业家讲课，但还并不真正了解企业家才能的来源和识别方法。 

 

  其次，所谓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尽可能对应、两权合一最优、使用经营者次优的理论其

实也包含了两个内在矛盾。其一，如果企业家与资本家合一是最优，为什么两权合一的古典

资本主义让位于“次优的”现代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资本主义呢？其二，如果企业家才能

是干即实践了才知道，是社会信息，那么，谁来选择关系就不那么大；如果企业家才能不是

社会信息，那么，资本所有者纵然有选择经营者的权威，又靠什么来保证他能选对呢？我们

的经济学家真的坐在家里就相信企业是按照个人穷富来挑选经营者的吗？ 

 

  其实，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忽略的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尽可能对应，仅仅是企

业优化的一个条件。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当然可能是两权越合一越好，但问题恰恰在于其他

条件不是不变的，这样简单和极端化的最优理论就不能成立。例如，当有钱人没有兴趣或没

有能力当企业家时，两权合一就比两权分离的“次优”差很多。这个以及许多我们在这里不

可能一一展开的其他因素，是“次优的”现代两权分离取代古典资本主义“最优”的两权合

一的基本原因。 

 

  最后，说国有或其他公有股权的持有人或管理人还是经理人员，并不是真正的所有者即

剩余索取人，因此公有股权改革肯定没有出路，这个论断又过于匆促了。即便在今天的美

国，多数大企业的股权都不是个人或家族控制，而是由各类投资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

持有，投票权包括选择经营者的权力都落在他们手中。但所有这些基金的最终受益者也是千

千万万的民众，投票、决策的则是这些分散的剩余索取人的代理人，即管理这些基金的经理

们。这些拿工资和奖金的经理的投票权为什么就可以不廉价，或者尽管也时有侵害股东或基

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但仍然是西方市场经济中有效率而且占主导地位的财产管理形式？可

见，正如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分离一样，选择经营者也并不必然是最终所有者不能分离的职

责。现代市场经济委托—代理关系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利益刺激和

约束传导机制，超越了一些人自以为权威的企业理论的狭隘眼光和武断结论。 

 

  应当指出，中国企业改革目前确有一系列重要问题需要探索和突破，只是它并不是一些

“主流”经济学家给我们提供的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在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相当一部分中

小企业的改制存在着不公开、不透明和不公正的现象，相当一部分经营不善、管理无方的经

营者反而成为改制的受益者。而在大中型企业中，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基本问题并未解

决，相反在一定领域和一定范围内还有强化的趋势。2年之前，朗咸平教授对国企改革的抨

击，不论其立论和方式如何偏颇和夸张，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舆论环境下，客观上引起

了社会各方面对MBO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关注。但是我们一部分“主流”经济学家，不是

抓住这个社会和政府关注的契机，反思MBO改革中的问题，推进对国企国资改革的理论认

识，论证改革的可行途径，相反简单地抓住对方言辞中的破绽和问题，上纲上线，进行从学

术到人品的全面否定，把学术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把个人的偏激和行事风格问题扩大到新

兴媒体和弱势民众的反改革倾向问题，使争论形式化和两极化。 

 

  本来，中央提出的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离的出资人制度，已经触及国企改革的核心问

题，也是其真正难点所在，正是需要集中力量进行理论和实践突破的地方。但国企改革争论

中的过多感情色彩和极端对立的形式，反而妨碍了对国企、国资改革真正理论问题和实践问

题的探索，使国企、国资改革问题的理论推进基本停滞下来。由于缺乏理论突破和指导，近

年来的国企、国资改革实际上由于缺乏方向而徘徊不前。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我国经济学



界本身缺乏学术研究的规范、平等对话的平台、公正开放的学术氛围，结果使讨论陷入少数

掌握话语权的“主流”经济学家按自己意愿解说、而其他人并不认同的僵局。这恐怕是这些

年来几次所谓的“理论大争论”往往无果而终的主要原因。 

 

(作者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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